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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Higashino Keigo’s most well-known mystery novels, After School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typical mystery reasoning features, for which he won the Edogawa Rampo Prize in 1985. But there 
are only few researches on After School’s reasoning art. Therefore,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After School’s expression technique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build of suspense, the reveal of sus-
pense, and the set of ending. It aim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is novel’s interpre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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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野圭吾的成名作《放学后》是日本推理小说界最重要的新人奖——江户川乱步奖的获奖作品，具有十

分典型的本格推理特色。但国内目前鲜有对于《放学后》推理艺术的研究。因此，本文拟从悬疑构筑、

悬念消解以及结局设置三个方面探究《放学后》的本格派推理艺术的表现手法，旨在为《放学后》的文

本解读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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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东野圭吾凭借《放学后》获得了第 31 届江户川乱步奖，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品，主要讲述了叙述者“我”

对两起校园杀人案件的真相的不断追寻。与其后期偏重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不同，《放学后》更注重严

谨的逻辑推理、奇诡的情节构筑以及出人意料的反转，具有鲜明的本格派的推理艺术特色。 
本格派是一种推理小说流派，又叫古典派。本格派推理小说以解谜为主，不注重写实，而以惊险离

奇的情节与耐人寻味的诡计，通过逻辑推理展开情节。读者与故事中的侦探永远站在一个平面，拥有相

同数量线索，在猜测凶手中寻找阅读乐趣，并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反映日本社会现象。《放学后》以密室

杀人为逻辑推理起点，构建出悬念迭出的文本世界。同时，又将完整的线索隐瞒在繁琐的细节之下，直

至最后才予以揭露，给读者带来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解谜快感。最后，又通过案件原因的揭露折射日

本社会特定时期教师缺位与青少年心理发展问题的黑暗现实，完美地展现了本格派推理小说的艺术特色。

而东野圭吾在此基础之上，又通过自己独具匠心的设计，使小说在悬念设置、悬念消解和结局设置上展

现出不同于传统本格派小说的推理艺术特色。 
目前国外对东野圭吾研究大都关注于其本人的写作风格等方面，针对其单个作品的研究相对较少，

且主要是对《白夜行》《嫌疑人 X 的献身》等作品进行人物形象的分析以及主题解读，却鲜有对其成名

作《放学后》的研究。而国内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对东野圭吾作品叙事模式的探讨以及主题解读，比如

薛亚亚的《<白夜行>的叙述视角分析》[1]、苟小艺的《浅谈东野圭吾推理小说中的人性救赎——以<嫌
疑人 X 的献身> <白夜行> <解忧杂货店>为例》[2]。因此本文拟从悬疑构筑、悬念消解以及结局设置三

个方面探究《放学后》独具特色的本格派推理艺术的表现手法，旨在为东野圭吾成名作《放学后》的文

本解读提供新的视角。 

2. 悬念构筑 

2.1. 隐瞒性叙事 

作者在《放学后》的文本叙事过程中刻意隐瞒了作品中人物所知道的信息，来达到构筑悬疑效果。 
“我”的隐瞒性叙述主要是通过“概述”和“场景”的交替出现实现的。叙事学家热奈特(Genette)

根据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之间的长度之比，提出了四种叙述运动，其中两种为“概述”(summary)与“场

景”(scene)。“概述”指叙述时间短于故事时间，即事件过程实际所需时间远远大于阅读文本展现这些

时间所用的文字篇幅。“场景”则指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基本相等，最常见的场景是文本中的人物对话。

在小说中，“我”在追寻案件真相时，为了验证“我”的推理，去向医务室校医询问村桥和竹井老师值

夜当晚，医务室发生的事情，作者一五一十地叙述了“我”与校医的对话情景，在这里叙事时间和话语

时间几乎等同，采用了“场景”的叙事方法，但紧接着作者仅仅“概述”了最重要的事件经过，“她把

当时的‘事件’详细告诉了我”([3]，p. 192)。在这里叙述时间短于故事时间，作者故意隐瞒了重要的信

息与线索，没有告知读者，构筑了耐人寻味的悬念。 

2.2. 误导性人物 

作者利用叙述者“我”的感知和主观想法，构建了若干有作案嫌疑的人物形象，潜移默化地引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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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视线聚焦在这些人物身上。 
“我”三次被人暗算，将情况告知校长，校长为了学校声誉却毫不理会，一心想着让“我”撮合他

儿子和麻生恭子，之后心生怨气的我又被麻生恭子冷眼相待，“我心里涌上一股恶意”([3]，p. 26)，这

股恶意也驱使着“我”不断对麻生恭子产生怀疑。在村桥老师被杀一案中，怀疑她为了攀上校长家的高

枝，意图将知道她不堪的经历的“我”以及与她有不同寻常关系的村桥除去，虽然由于麻生不在场证明

的成立，推测倒塌，但她身上的疑点、奇怪举动以及杀人动机却依旧反复被“我”提及：“要说可能性，

我倒认为麻生恭子更有可能”([3]，p. 89)。“麻生恭子是凶手，对我来说，这是最合乎情理的推测”([3]，
p. 93)；竹井老师被杀之后，“我”再次将麻生列为怀疑对象，怀疑她只是误杀了竹井，“我”才是真正

的目标，但同样，大谷警官的推测和不在场证明的成立再一次将麻生的嫌疑消减，但对于她的调查却并

没有中断，最后“‘逼我不会有任何进展，因为真相根本是在别的地方’”([3]，p. 149)，麻生的这句话

暗示自己的确与案件有关的同时，却也将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作者安排了多个反转，麻生的嫌疑不

断被叙述者“我”提起，却又不断被消减，这反而比一味增强麻生的嫌疑更容易将读者焦点转向麻生，

忽略真凶的线索，从而让情节变得更加波诡云谲。 
与麻生恭子不同，“我”对高原阳子怀有歉疚，尽管阳子也有杀害村桥老师的动机，但却从没有或

是不愿将阳子归为重点怀疑对象。但客观上，从“我”的回忆中，读者可以读出阳子对“我”抱有不满

和怨气；在面对大谷警官的问询时，她对自己行踪的隐瞒；在北条雅美运用推理试图洗清她的嫌疑时，

她异常的沉默，加上她拥有可以轻易弄到毒药的途径、所展现给读者的“坏学生”形象以及两次并不完

美的不在场证明都让读者怀疑的焦点转向了她。“我”对她主观的“袒护”反而增强了她的嫌疑。叙述

者“我”对麻生与阳子的态度可以说是两个极端，但作者却成功地塑造了两位误导性人物形象，这样对

读者心理的把握与对悬疑构筑的把控令人叹服。 
“我”的妻子裕美子在作品中也充当了误导性人物形象，裕美子在全文中似乎一直游离于案件之外，

出现的场所也仅限于家中，与学校中的人或事没有丝毫联系。但通过叙述者“我”对强迫妻子堕胎的回

忆，读者可以看出妻子也许依旧对“我”有着怨恨。当竹井老师被杀，甚至可能下一个目标是“我”，

但妻子的反应却是不正常的平静以及妻子两次掩饰打电话的奇怪表现，都让读者感到疑惑。但“我”却

没有对妻子不正常的表现有丝毫想法，“我”的这种漠视结合可能存在的妻子对“我”的怨恨，反而会

让读者感到不寻常。会误导读者思考看似完全不相关联的人物会不会存在某种深层次的联系，再一次构

筑了一层悬疑，甚至直到结局的反转，读者才恍悟这些情节的铺垫意义。 

2.3. 精巧的案情设计 

作品中，惠子与宫坂主导了“我”三次被暗算、村桥老师之死、竹井老师之死三起案件。作品中精

巧而严密的作案计划和手法，以及三起案件环环相扣、互相关联的假象，完美地将众人的推理误导至惠

子与宫坂所希望的方向，她们的嫌疑则被彻底掩盖，真相一度被迷雾笼罩。 
惠子首先制造了三次袭击“我”的事件，营造有人要杀“我”的假象，为之后的误导众人思路作了

铺垫。随后，惠子制造了一间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密室，制造不可能作案的逻辑悖论。密室是普通的更衣

室，但看似平常的细节设定都是制造密室不可或缺的条件：男更衣室长期不锁、日式更衣室的推拉门设

计及木棍的长度是密室成立的前提；男女更衣室的砌墙没有封死是误导人们相信凶手是翻墙从女更衣室

离开的必备条件；崛老师的锁门习惯、储物柜的位置是引导人们进行错误性推理的关键因素；北条雅美

的性格是不着痕迹地将错误的推理逻辑推上台前的重要一环。密室的成功构建更进一步产生了虚伪的不

在场证明，完美掩盖了惠子与宫坂的嫌疑以及作案手法，构筑了新的悬疑。此外她们由此得到了威胁麻

生恭子的关键物品，以至于竹井老师被杀一案中，两人得以完全隐于幕后。由于之前对“我”的三次袭

https://doi.org/10.12677/wls.2019.74023


杨珏，卜朝晖 
 

 

DOI: 10.12677/wls.2019.74023 148 世界文学研究 
 

击，营造的竹井被误杀的假象，完美掩盖了村桥与竹井的关联，而“我”则成为焦点，凶手作案动机得

以隐于迷雾之下，案件真相再次被掩埋。 
东野圭吾没有利用特殊的环境，仅仅是一间普通的更衣室就能够精巧地构筑成完美的密室，不仅引

起自杀与他杀的困惑，甚至由此创造了虚伪的不在场证明。随后精心设置的三次对“我”的暗算，在开

篇构筑悬疑的同时，还成功掩盖了凶手的动机，达成了完美犯罪。密室的构建，案件虚假关联的构筑所

体现的正是东野圭吾纤细而严谨的推理逻辑和作品中浓郁的本格派的推理艺术。 

3. 悬念消解 

3.1. “连环套”式叙事模式 

当村桥一案陷入僵局时，竹井老师被杀，麻生恭子被警方怀疑，但背后的真相仍然扑朔迷离，阳子

提供的重要线索又再一次将村桥一案摆上台前。这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连环套”式叙事模式能够

增强故事的戏剧性和紧张气氛，也是一种推动情节，加快悬念消解的特殊叙事模式。 
在连环杀人案中，凶手再次作案的难度会更大，露出的破绽和线索也就越多，命案的再次发生反而

能离凶手更进一步。在《放学后》中，惠子与宫坂杀害村桥后，再次杀害竹井，不安的我“我”对大谷

警官坦白了被暗算的经历以及麻生的秘密，麻生恭子被重点调查。未能成立的不在场证明、纸袋与指甲

油的线索坐实了她的嫌疑：的确是她掉包了毒酒，但她是被威胁的。这解释了她之前的怪异举动，一直

笼罩在麻生身上的悬疑被消解，但真凶依然存疑，案件谜团到达顶峰。同时，再次发生的命案让阳子极

为不安，救下再次被袭击的“我”后，提供了关键的线索：“凶手是顶上门后，从男更衣室入口离开的”

([3]，p. 157)。阳子的解释以及目击证词不但消除了她身上的悬疑，全盘打破了之前对密室手法的推理，

作者也再一次巧妙地将陷入僵局的竹井一案搁置，读者的目光也随着叙述者“我”的思路再次聚焦在密

室杀人案中。 
作者采用这种“连环套”式的叙事模式，增强了故事的戏剧性，在加快消解旧悬疑的过程中，又不

断巧妙地再次构筑悬疑，最后对于密室手法推理的否定更是达成了悬疑消解轨迹的突转效果。 

3.2. 场景 

东野圭吾在叙事过程中，铺设了许多看似与情节并无关联的场景，例如对射箭训练的描写，对运动

会流程的细节描写等，在这些平铺直叙的场景中，却巧妙地隐藏了消解悬念所必要的线索。 
作者花费大量篇幅极为详细地描写了“我”在体育馆教授射箭时的场景，平铺直叙的描写让读者完

全忽视了至关重要的线索。例如，对惠子布置密室的线索和破绽——幸运箭的描写，“从几年前，射手

们流行带一只完全不同的箭作为装饰，并将其成为‘幸运箭’。”“她的箭长二十三英寸，我的箭长二

十八点五英寸，只有那一支长出一节”“‘真好，我也想要一支幸运箭’加奈江羡慕地说”([3]，p. 39-40)。
此外，还有惠子为了给宫坂提供充足的作案时间，拖长休息时间的细节，“原本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今天

拖长了”([3]，p. 40)以及宫坂在村桥被杀之后的表现的差异等，“她对靶子的恐惧好像也消失了”([3]，
p. 71)这样长篇幅的平平无奇的叙述，轻易地让读者忽视了这些细节的线索，但作者借此埋下了消解悬念

的伏笔，让最后的解谜显得十分自然，不显突兀。此外，作者对体育节活动场景的描写也占用了极大的

篇幅，极为清晰的描写出各个时刻所进行的活动，“两点十五分举行来宾和教职员的趣味赛跑”“两点

四十五分，学生和教职员之间的障碍赛开始前……”([3]，p. 124)不着痕迹的点出了魔术箱与大酒瓶等关

键道具的放置地点，这些读者完全忽视的线索，却是打破麻生恭子不在场证明和支撑她置换毒酒的重要

证据。 
作者这样的叙事安排从推理艺术的效果来看，使得推理过程详实严谨，逻辑论证严密。同时所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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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景贴近读者的真实生活，增强了读者对推理逻辑的认同感。 

4. 结局 

4.1. 凶手的出现 

小说终章，“我”通过种种线索，解开了密室之谜，厘清了两位老师死亡的潜在联系，找到了真凶

——惠子与宫坂。“我自言自语般说：‘杀人……你没害怕吗？’”([3]，p. 198)，看似是对惠子的质疑，

但对惠子真凶身份的笃定已是溢于言表，这带给了读者极大的震撼。 
惠子虽然是连通全文的重要人物，但似乎一直游离于案件之外，毫无犯罪可能的形象。在叙事者“我”

的视角中，惠子是极富责任感的射箭社社长，性情开朗，更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与阳子、麻生恭

子相比，“我”眼中的惠子与我关系和睦，更近乎于是一种完美的形象，“我”与大谷警官也从未将怀

疑的目光聚焦于惠子。客观上，村桥老师被杀的命案现场是“我”与惠子共同发现的，竹井老师被杀，

她也是第一发现人，惠子都表出现出了一位高中女生的正常的反应：“惠子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脸

色苍白地问”、“瞪大双眼，一句话没说便跑了出去”([3]，p. 142)，“她脸色骤变，尖叫着后退”([3]，
p. 126)。再加上密室手法与几位嫌疑人的成功误导，主导命案的她被读者下意识地忽略了。在“我”笃

定地说出自己的结论时，这样的反转对读者造成的冲击难以言喻，前文叙事者的隐瞒性叙事和积累的悬

念，在这一刻开始纾解，瞬间将情节推向了高潮。 

4.2. 凶手的自白 

随着叙述者“我”与惠子对话的进行，“我”将惠子与宫坂的作案手法如抽丝剥茧般展现在了读者

面前，惠子虽然不断提出质疑，但她动作所表现出的心里的不平静却是对“我”推理的佐证。“惠子的

背痉挛般动了一下。像是在掩饰自己的失态”“砰的一声巨响，惠子的弓弦断了。猛地松开的弓朝反方

向弹去，在惠子手中颤抖不停”([3]，p. 200, 204)。 
“我”的推理结束后，惠子的告白更加直接地证明了“我”的推理，对于动机与作案细节也作出了

进一步的解释。作者最后安排惠子主动交代犯罪细节，是因为没有比当事人更清楚事实的真相，她的自

白成为了对作案细节的补充和说明，更让读者看到了她开朗形象的另一面，“‘如果有什么毒药能轻易

杀人，我也想要呢，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也没准是自己要用。’”“那声音如冰水滴落，让我

后背一阵发冷”([3]，p. 209-210)。对于杀人的感觉，也只是回答：“很奇怪，心里会涌上一种冷静的杀

意”([3]，p. 213)，这样的自白，在反转案件真相的同时，在塑造惠子的形象上也达成了强烈的戏剧性的

反转效果。 
此外，作者将揭露案件的过程故意安排在射箭场中，也起到了反讽的效果。小说中对于射箭场进行

了诸多描绘，但都是单纯地平铺直叙射箭的场景，射箭场内发生的一切也似乎都与案件的发展无关，一

直游离于案件之外。并且，与在数学课上，只为完成任务，仅仅机械地教学不同，射箭场是唯一让“我”

不受案件影响，为了在全国比赛取得好成绩，能尽心教授学生箭术，不会表现得像个“机器”的地方，

但最终恰恰是在这射箭场中案件真相被揭露，在同往常一般无二的射箭练习中始终信任的惠子展现了自

己的心计，“我”给予惠子的“幸运箭”成为了作案的道具。“我没什么可以指导你们的”([3]，p. 213)，
“我”的自语投射出了“我”了解真相后绝望的心情。在“我”全身心投入，唯一能感受到人生意义的

射箭社，信任的惠子坦白自己是真凶，对“我”而言，这样安排蕴有着强烈的讽刺意味。 

4.3. 凶手的逃离 

揭开两起杀人案件的真相之后，“我”在回家的路上，再次被人袭击，袭击者的车上传来了妻子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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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子的声音，原来裕美子也对“我”怀有杀意，之前被人开车袭击的谜团也随之揭开，此时，小说的疑

团全部被消解，但“我”却濒临死亡，小说也就此戛然而止。 
小说结局并没有交代“我”的生死，看似是留下了开放性的结局，但可以推断，无论最终“我”是

得以幸存还是死亡，凶手最终都会逃离法律的制裁。“我不会去检举，只是想知道真相”([3]，p. 199)“但

我不能死，死在这里也留不下什么，只会让裕美子成为杀人犯”([3]，p. 215)从此处可以看出，即便“我”

活了下来，“我”也不会去向警方说明这数起案件的真相，缺乏“幸运箭”等关键线索的警方不可能查

清事实，如果“我”最终不幸死亡，惠子作案手法的破绽被永远掩盖，而“我”的死亡也会被误认为是

前两起案件的延续，裕美子依旧能游离于案件之外，真相同样会被彻底掩埋。 
笔者认为东野圭吾最终安排三个凶手逃离法律制裁，是为了让读者反思悲剧出现的根本原因。宫坂

不堪村桥与竹井老师的“视线强暴”意图自杀，甚至于联合惠子谋杀两位老师；“我”无视妻子意愿，

强逼妻子堕胎，裕美子心怀怨恨，致“我”于死地。作者借宫坂的极端行为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对青少

年生理与心理健康的忽视，和普遍存在的教师的缺位现象。如果当时作为老师村桥和竹井目睹宫坂的行

为后能给予正确的教育和心理疏导，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裕美子无力反抗“我”的意志，被剥夺了成

为母亲的权利，强烈的恨意驱使下做出杀人的极端举动，折射出的是当时男女在社会与家庭中地位的极

端不平等的现象。这种使凶手逃离的结局设置，在满足读者揭秘快感的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当时社会

现象的揭露与反讽。 

5. 结语 

综上所述，作者在悬念构筑、悬疑消解及结局设置上都用了多种推理艺术表现手法。在悬念构筑上，

作者以隐瞒性叙事、误导性人物的构建以及精妙的案情设计，在严谨而细致的推理中误导了读者，同时

埋下案件的伏笔；在悬疑消解中，通过“连环套”式的叙事模式加快了悬念消解的进程，并将线索隐藏

在看似毫无关联的场景中，让谜团不被轻易参透的同时，保证了消解悬念时推理逻辑的严密性。在结局

中，让意想不到的凶手惠子的突然现身将情节推向了高潮，并通过惠子的自白完全还原了案件经过，丰

富了惠子形象，最后凶手的逃离进一步深化了小说主题。因此《放学后》不仅体现了东野圭吾高超的推

理艺术表现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作者对社会现状的关注，使读者在积极的文本阐释与互动过程

中，获得解谜的阅读快感和对社会现实的体察与思考。 

参考文献 
[1] 薛亚亚, 马粉英.《白夜行》的叙述视角分析[J]. 沈阳大学学报, 2019(1): 796-799. 

[2] 苟小艺. 浅谈东野圭吾推理小说中的人性救赎——以《嫌疑人 X 的献身》《白夜行》《解忧杂货店》为例[J].
汉字文化, 2018(12): 83-84, 119. 

[3] (日)东野圭吾. 放学后[M]. 赵峻, 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0. 

https://doi.org/10.12677/wls.2019.74023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ing Art in Higashino Keigo’s After School
	Abstract
	Keywords
	东野圭吾《放学后》的推理艺术探究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悬念构筑
	2.1. 隐瞒性叙事
	2.2. 误导性人物
	2.3. 精巧的案情设计

	3. 悬念消解
	3.1. “连环套”式叙事模式
	3.2. 场景

	4. 结局
	4.1. 凶手的出现
	4.2. 凶手的自白
	4.3. 凶手的逃离

	5. 结语
	参考文献

